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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国家是人类历史上最强大的政治组织， 国家因何而出现？ 为什么有的

国家强大， 有的国家弱小？ 王裕华教授将 “二战” 后社会科学中关于国

家的理论研究分为三代， 分别是： 多元主义、 结构功能主义和新马克思主

义传统代表的社会中心观点；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兴起的 “找回国家” 的国家

中心主义观点； 以乔尔·米格代尔等学者为核心的 “社会中的国家” 观

点。 作者认为 “二战” 后的这些关于国家理论的研究， 局限于相对较短

的时间和特定的地区。 在此基础上， 作者对三本关于国家理论的著作进行

了述评， 分别是詹姆斯·Ｃ 斯科特的 《反对谷物： 早期国家的深刻历史》

（耶鲁大学出版社 ２０１７ 年版）、 大卫·斯塔萨维奇的 《民主的兴衰： 从古

代到今天的全球历史》 （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 ２０２０ 年版） 以及达龙·阿

西莫格鲁和詹姆斯·Ａ 罗宾逊的 《狭窄的走廊： 国家、 社会和自由的命

运》 （企鹅出版社 ２０１９ 年版）。 这三本书一个重要的创新之处在于将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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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作为一个动态的过程来看， 为了深刻理解国家与社会的关系， 需要将

国家与社会视为相互转化的实体， 由此作者在分析中国古代精英结构的基

础上提出了 “社会中的国家 ２ ０” 模型， 包含三种理想的国家—社会联系

类型， 分别是星型网络、 领结型网络、 指环型网络。 本文对于国家理论的

文献做了系统全面的纵览和深描， 在此基础上对新进国家研究的突破进行

了理论定位， 提出的 “社会中的国家 ２ ０” 分析框架对于我们进一步认识

国家与社会之间的互动关系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 国家； 国家形成； 国家发展； 民主； 国家—社会关系

国家是人类历史上最强大的组织。 自公元前 ４０００ 年至前 ２０００ 年美索不

达米亚地区出现早期国家的迹象以来， 国家作为一种制度结构， 在规模、

功能、 形式和力量方面经历了多次变革， 成为我们生活中不可或缺的组织。

国家是如何形成的？ 为什么它们选择了不同的发展道路？ 为什么有的

国家强大， 有的国家弱小？ 为什么有些国家由民主选举的领导人统治， 而

另一些国家则由独裁者统治？ 这些久经时间磨砺的问题已经在社会科学领

域催生了几代杰出的学术传统。

我认为关于国家的现代社会科学研究由三代学者组成。 ２０ 世纪 ５０—

７０ 年代， 以多元主义、 结构功能主义和新马克思主义传统为代表的第一

代学者采取了一种以社会为中心的观点： 他们将国家视为不同社会群体和

阶级争夺权力的舞台。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的 “找回国家” 运动最好地反映了

第二代学者所采取的以国家为中心的观点： 将国家视为独立于社会的行为

体。 这种专注于国际竞争和统治者与精英讨价还价的理论分支， 产出了一

些关于国家建设的最有影响力的论点。 第三代学者反思了以国家为中心的

观点， 承认国家不是独立于社会的， 而且必须经常与社会竞争以获得主导

地位。 利用 “社会中的国家” 观点， 这一代学者将其见解应用于非洲、

亚洲、 拉丁美洲和中东的新独立国家的国家建设进程， 并在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

代和 ９０ 年代产出了令人印象深刻的系列研究成果。

然而， 现有的大部分学术研究都集中在相对较短的历史时期和特定的

世界区域。 这种狭隘的时空聚焦引发了人们对国家理论学者过去论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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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范围” 的质疑。 他们的争论有可能只是反映了他们所研究的国家发

展的不同阶段。

斯科特、 斯塔萨维奇以及阿西莫格鲁和罗宾逊最近出版的三本书通过

考虑整个人类政治发展的历史而推进了这部分文献。 这三本书认识到国家

发展的主要驱动力需要几个世纪的时间来展开， 因此回归了社会科学理论

创始人卡尔·马克思、 涂尔干和马克斯·韦伯的宏大理论方法。

这些书籍从理论上探讨了国家与社会在数千年间的关系 （而不是像

“二战” 后关于这一主题的大多数开创性著作那样， 只专注于几十年或几

个世纪）。① 以前的大多数研究假定现代国家已经形成并且相对稳定， 但

这三本书追溯到悠久的历史， 探讨了不同类型的国家是如何产生的。 它们

还质疑了国家独立于社会的流行假设； 认为这两个行为体是相互转化的，

并评估了国家与社会的互动。 这些书统合了以国家为中心的观点和 “社

会中的国家” 观点 （来自上文讨论的第二代和第三代）， 在论证社会能够

影响国家的条件时也更加明确。 它们对以前的作品进行了创新的综合， 代

表了第四代国家理论的进展。

这些书还指出了国家理论可能发展的两个潜在新方向。 第一， 这些书

倾向于回溯悠久的历史， 不可避免地要优先考虑政治发展的起源。 在这三

部作品中， 初始条件， 也就是国家形成过程中国家与社会之间的相对权

力， 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一个国家后来的政治发展。 这种倾向可能低估了

一个国家在走上特定轨道后其政治发展过程中发生变化的重要性。 例如，

将中国的政治历史定性为从秦朝开始的不间断的国家对社会的统治， 对于

对中国历史的关键转折点感兴趣的比较政治学家来说， 肯定是过于一般

化的。

第二， 虽然这三本书在更广泛的社会背景下评估国家的发展， 但它们

的框架将国家和社会视为两个独立的、 相互竞争的实体。 它们的论述将国

家视为一个统一的行为体， 将自己置于社会之中， 试图改造社会； 由各种

社会团体代表的社会反过来又阻碍或促进一个有效国家的发展。 然而， 正

① 最近的研究持有长期主义观点的包括 Ｆｒａｎｃｉｓ Ｆｕｋｕｙａｍａ， Ｔｈｅ Ｏｒｉｇｉｎｓ ｏｆ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Ｏｒｄｅｒ，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Ｆａｒｒａｒ，
Ｓｔｒａｕｓ ａｎｄ Ｇｉｒｏｕｘ， ２０１１； Ｆｒａｎｃｉｓ Ｆｕｋｕｙａｍａ，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Ｏｒｄｅｒ ａｎｄ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Ｄｅｃａｙ，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Ｍａｃｍｉｌｌａｎ， ２０１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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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许多前现代社会和发展中国家的经验所显示的， 国家和社会之间的界限

往往是模糊的。① 国家精英往往因其社会关系而具有不同的利益， 然而社

会精英往往被赋予国家职能， 并作为国家代理人行事。 在这个意义上， 韦

伯对国家垄断暴力的定义只是一种理想型。② 在现实中， 国家与社会合

作， 提供保护和正义。 同样， 社会也不应被视为与国家竞争； 按照社会学

传统， 一个更有用的概念化是将社会视为 “一个模式化的互动网络”， 突

出其关系性特征， 包括其与国家的联系。③

沿着这两个方向推进国家理论， 在该领域最近的贡献基础上， 我提出

了一个我称之为 “社会中的国家 ２ ０” 的框架。 在这个框架中， 国家与社

会的联系通过精英社会网络来塑造国家的力量和形式。 该框架提供了一个

潜在的分析视角， 对连接国家—社会关系的 “中观” 动力有了新的认识。

这种互动将国家—社会关系中的广泛历史趋势与影响特定时间和地点日常

生活的结果联系起来。

一、 三代国家理论

为了更好地理解这三本书的贡献， 我首先将现代社会科学关于国家的

文献分为三个视角： 社会中心、 国家中心和社会中的国家。 下面对每个视

角依次进行讨论。

（一） 社会中心的视角

“二战” 后， 现代社会科学摆脱了对宪法原则的旧制度主义研究， 而

转向更加注重对人类行为经验的调查。 在这场行为主义革命中， 以社会为

中心去解释政治和政府活动的方法在 ２０ 世纪 ５０ 年代和 ６０ 年代成为美国

政治学和社会学的主流。 政府是社会和经济团体争夺权力和影响力的竞技

①

②

③

对国家与社会界限模糊的问题进行的理论探讨， 参见 Ａｎｎａ Ｇｒｚｙｍａｌａ⁃Ｂｕｓｓｅ ａｎｄ Ｐａｕｌｉｎｅ Ｊｏｎｅｓ Ｌｕｏｎｇ， “Ｒｅｃｏｎ⁃
ｃｅｐｔｕａｌｉｚｉｎｇ ｔｈｅ Ｓｔａｔｅ： Ｌｅｓｓｏｎｓ ｆｒｏｍ Ｐｏｓｔ⁃Ｃｏｍｍｕｎｉｓｍ”，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Ｖｏｌ ３０， Ａｕｇｕｓｔ ２００２， ｐｐ ５２９ － ５５４。
Ｈａｎｓ Ｈｅｉｎｒｉｃｈ Ｇｅｒｔｈ ａｎｄ Ｃ Ｗｒｉｇｈｔ Ｍｉｌｌｓ， Ｆｒｏｍ Ｍａｘ Ｗｅｂｅｒ： Ｅｓｓａｙｓ ｉｎ 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ｙ，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Ｏｘｆｏ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１９７６， ｐ ７８．
Ｄａｖｉｄ Ｆｒｉｓｂｙ， Ｇｅｏｒｇ Ｓｉｍｍｅｌ， Ｌｏｎｄｏｎ： 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ｙ Ｐｒｅｓｓ， ２００２， ｐ ｉ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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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 这一代的学者们主要把政府的决策和公共政策作为利益的结果。 因

此， 他们研究谁参与了决策过程， 他们的 “输入” 如何转化为政府的

“输出”， 并评估政府代表了谁的利益。

多元主义传统利用社会团体来解释政治。 在一项开创性的贡献中， 罗

伯特·达尔 （Ｒｏｂｅｒｔ Ｄａｈｌ） 研究了不同群体如何参与和影响决策， 并表明

权力分散在相互竞争的多个群体中。① 在一项理论综述中， 大卫· 杜鲁门

（Ｄａｖｉｄ Ｔｒｕｍａｎ） 提供了一个关于利益集团如何对其他群体和政府机构提

出某些要求的框架。 他认为国家没有独立的利益， 并提出应该把属于同一

群体的个人视为政治活动的基本参与者。②

结构功能主义传统采用更宏观层次的分析。 深深扎根于社会学的结构

功能主义者认为社会是一个复杂的系统， 就像一个拥有不同部分或 “器

官” 的 “身体”。 根据这个观点， 机构的存在是为了履行一定的职能， 政

府机构是系统的组成部分， 每个单位都有自己的作用。 社会和经济团体为

政府提供输入， 然后政府产生输出。③

新马克思主义者认为国家是阶级统治的工具。 随着生产方式的变化，

社会中各阶级的构成和权力关系也随之变化， 占统治地位的阶级利用国家

机器支配其他阶级， 并保持自己所青睐的生产方式。 佩里·安德森 （Ｐｅｒ⁃

ｒｙ Ａｎｄｅｒｓｏｎ） 在一部关于欧洲历史发展的宏大叙述中指出， 拥有土地的精

英们创造并利用了 “专制国家” 来剥削农民。④ 伊曼努尔·沃勒斯坦

（Ｉｍｍａｎｕｅｌ Ｗａｌｌｅｒｓｔｅｉｎ） 在国际政治上运用阶级中心的观点， 提出了世界

体系理论 （Ｗｏｒｌｄ Ｓｙｓｔｅｍ Ｔｈｅｏｒｙ）， 认为 “核心” 国家是占主导地位的资

本主义国家， 剥削 “外围” 国家的劳动力和原材料。 这一理论认为， 边

缘国家产业欠发达是因为它们依赖核心国家的资本。⑤

在这三种理论观点中， 国家都不是一个独立的行动者： 它是一个社会

①
②
③

④
⑤

Ｒｏｂｅｒｔ Ａ Ｄａｈｌ， Ｗｈｏ Ｇｏｖｅｒｎｓ？ Ｎｅｗ Ｈａｖｅｎ： Ｙａｌ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１９６１．
Ｄａｖｉｄ Ｂｉｃｋｎｅｌｌ Ｔｒｕｍａｎ， Ｔｈｅ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ａｌ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Ａｌｆｒｅｄ Ａ Ｋｎｏｐｆ， １９７１， ｐｐ ３３ － ４８．
结构功能主义的综述， 参见 Ｇａｂｒｉｅｌ Ａｂｒａｈａｍ Ａｌｍｏｎｄ ａｎｄ Ｇ Ｂｉｎｇｈａｍ Ｐｏｗｅｌｌ， 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ｅ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Ｂｏｓｔｏｎ： Ｌｉｔ⁃
ｔｌｅ， Ｂｒｏｗｎ ａｎｄ Ｃｏｍｐａｎｙ， １９７８。
Ｐｅｒｒｙ Ａｎｄｅｒｓｏｎ， Ｌｉｎｅａｇ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Ａｂｓｏｌｕｔｉｓｔ Ｓｔａｔｅ，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Ｖｅｒｓｏ Ｂｏｏｋｓ， １９７９．
Ｉｍｍａｎｕｅｌ Ｗａｌｌｅｒｓｔｅｉｎ， Ｔｈｅ Ｍｏｄｅｒｎ Ｗｏｒｌｄ⁃Ｓｙｓｔｅｍ Ｉ， Ｂｅｒｋｅｌｅｙ：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Ｃａｌｉｆｏｒｎｉａ Ｐｒｅｓｓ， １９７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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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体竞争的舞台 （多元主义者的观点）， 是一个将输入转化为输出的组织

（结构功能主义者的观点）， 或者是反映统治阶级利益的阶级斗争的工具

（新马克思主义者的观点）。

（二） 国家中心的视角

随着战后时代的展开， 以社会为中心的观点越来越无法解释发达国家

和发展中国家出现的社会和政治变化。 战后许多发达国家继续奉行战时施

行的凯恩斯主义经济政策。 随着国家成为福利和服务的主要提供者， 这些

国家的公共支出继续增加。 独立浪潮下非洲、 亚洲、 拉丁美洲和中东产生

了几十个新国家， 这些国家努力摆脱殖民历史， 建立自己的民族国家。 欧

洲和北美的发达国家开始面临来自东亚新兴工业化国家的激烈竞争， 这些

国家依赖 “发展型国家” 来引导其经济。①

１９８３ 年， 社会科学研究理事会成立了国家和社会结构研究规划委员

会。 该委员会旨在 “促进来自多个学科的学者之间的持续合作， 这些学

者对国家作为行为体和制度结构的兴趣日益浓厚”②， 它的第一份出版物

是一本开创性的著作： 《找回国家》。

在这本书的序言中， 彼得·埃文斯 （Ｐｅｔｅｒ Ｅｖａｎｓ）、 特里希·鲁施迈

耶 （Ｄｉｅｔｒｉｃｈ Ｒｕｅｓｃｈｅｍｅｙｅｒ） 和西达·斯考契波 （ Ｔｈｅｄａ Ｓｋｏｃｐｏｌ） 指出：

“直到最近， 在比较社会科学中占主导地位的理论范式并没有强调国家作

为组织结构或潜在的自治行为体。”③ 在导论章中， 西达·斯考契波认为，

国家制定和追求的目标不是简单地反映社会群体、 阶级或社会的需求。 当

“与目前占主导地位的社会经济利益隔绝” 的 “国家官员组织一致的集

体” 推出独特的国家战略时， 国家就能获得自主性。④

一旦国家可以被视为一个统一的官员集体， 研究人员就可以将其作为

①
②

③

④

参见 Ｃｈａｌｍｅｒｓ Ｊｏｈｎｓｏｎ， ＭＩＴＩ ａｎｄ ｔｈｅ Ｊａｐａｎｅｓｅ Ｍｉｒａｃｌｅ， Ｐａｌｏ Ａｌｔｏ： Ｓｔａｎｆｏ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１９８２。
Ｐｅｔｅｒ Ｅｖａｎｓ， Ｄｉｅｔｒｉｃｈ Ｒｕｅｓｃｈｅｍｅｙｅｒ， ａｎｄ Ｔｈｅｄａ Ｓｋｏｃｐｏｌ， Ｂｒｉｎｇｉｎｇ ｔｈｅ Ｓｔａｔｅ Ｂａｃｋ Ｉｎ，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Ｕｎｉ⁃
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１９８５， ｐ ｖｉｉ．
Ｐｅｔｅｒ Ｅｖａｎｓ， Ｄｉｅｔｒｉｃｈ Ｒｕｅｓｃｈｅｍｅｙｅｒ， ａｎｄ Ｔｈｅｄａ Ｓｋｏｃｐｏｌ， Ｂｒｉｎｇｉｎｇ ｔｈｅ Ｓｔａｔｅ Ｂａｃｋ Ｉｎ，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Ｕｎｉ⁃
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１９８５， ｐ ｖｉｉ．
Ｐｅｔｅｒ Ｅｖａｎｓ， Ｄｉｅｔｒｉｃｈ Ｒｕｅｓｃｈｅｍｅｙｅｒ， ａｎｄ Ｔｈｅｄａ Ｓｋｏｃｐｏｌ， Ｂｒｉｎｇｉｎｇ ｔｈｅ Ｓｔａｔｅ Ｂａｃｋ Ｉｎ，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Ｕｎｉ⁃
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１９８５， ｐ 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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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单一的参与者进行分析。 这种方法的回报是巨大的。 这个阵营中最有

影响力的论点之一是国家间竞争推动了国家建构。 由奥托·辛策 （Ｏｔｔｏ

Ｈｉｎｔｚｅ） 提出， 由查尔斯·蒂利 （Ｃｈａｒｌｅｓ Ｔｉｌｌｙ） 推广， 人们普遍认为， 外

部战争会激励国家精英发展中央财政体系、 现代官僚制度和常备军。① 正

如蒂利简明扼要地总结的那样， “战争造就了国家”②。

战争主义者为后来的研究设定了议程， 许多后续工作都集中在战争

（或战争的缺席） 如何影响欧洲以外的国家建构。 例如， 学者们用战争解

释中国秦代的统一， 并用撒哈拉以南非洲和拉丁美洲的负面案例证明了蒂

利的观点： 那里没有 （大规模） 战争， 因而也没有国家建构。③ 随着时间

的推移， 这个阵营中的许多学者从以国家为中心的结构主义发展到强调关

键节点和路径依赖重要性的历史制度主义方法。④

这个以国家为中心的阵营的另一个分支是国家建构的制度主义方法。

这种方法以理性选择为视角， 关注国家精英及其与统治者讨价还价的能

力。 玛格丽特·列维 （Ｍａｒｇａｒｅｔ Ｌｅｖｉ） 将这种做法背后的推动力称为 “把

人带回国家”⑤。 对于理性主义国家理论家来说， 构成国家的代理人， 而

①

②

③

④

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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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ｈｅ Ｓｔａｔｅ ｏｆ ｔｈｅ Ｄｉｓｃｉｐｌｉｎｅ， Ｗａｓｈｉｎｇｔｏｎ， ＤＣ：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 ２００２， ｐ ３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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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国家本身， 才是行动者。 这种机构焦点将理性主义者与结构主义者区

分开来， 后者专注于人口、 地理和地缘政治等宏观层面的因素。

在一项有影响力的研究中， 道格拉斯·诺斯 （Ｄｏｕｇｌａｓｓ Ｎｏｒｔｈ） 和巴

里·温加斯特 （Ｂａｒｒｙ Ｗｅｉｎｇａｓｔ） 认为， 英国的光荣革命确立了议会主权，

这巩固了国王对精英阶层的承诺， 这些精英阶层急需财政支持来资助战

争。① 罗伯特·贝茨 （Ｒｏｂｅｒｔ Ｂａｔｅｓ） 和唐纳德·莱恩 （Ｄｏｎａｌｄ Ｌｉｅｎ） 研究

了资本流动性如何影响精英们的议价能力， 提出对商业 （流动资本） 征

税产生了英国早期的民主， 对土地 （固定资本） 征税则产生了法国的专

制主义。② 对玛格丽特·列维来说， 统治者是收入最大化者， 但受制于议

价能力、 交易成本和在位时间。③ 根据芭芭拉·格迪斯 （Ｂａｒｂａｒａ Ｇｅｄｄｅｓ）

的说法， 通过将精英招聘和晋升制度化来建设国家能力， 将剥夺统治者利

用这些职位作为奖励的机会， 从而造成 “政治家的困境”④。

战争主义者和制度主义者都分析了独立于社会的国家建构。 由于国家

精英是独立于社会的， 国家间的关系和国家内部的谈判最终决定了国家的

组织方式和强大程度。⑤

（三） 社会中的国家视角

在国家中心主义的鼎盛时期， 一些研究非洲、 亚洲、 拉丁美洲和中东

新独立国家的学者发现， 这些国家往往需要在与强大的社会力量的竞争中

努力建立权威。 这些社会力量 （如部落、 宗族或酋长） 要么是过去的遗

产， 要么是最近被殖民列强授权的。 尽管这些国家已经建立了中央政府，

①

②

③
④
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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ｒｉｎｇ Ｐｏｗｅｒ，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２０１０。 关于思想如何影响精英们启动国家建构项目的决定

的重要讨论， 参见 Ｈｉｌｌｅｌ Ｄａｖｉｄ Ｓｏｉｆｅｒ， Ｓｔａｔｅ Ｂｕｉｌｄｉｎｇ ｉｎ Ｌａｔｉｎ Ａｍｅｒｉｃａ，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２０１５。



２２０　　 国家研究 ２０２２ 年第 １ 辑

在首都有一个人手充足的官僚机构， 但中央往往发现很难将其权力投射到

国家的偏远角落。 在那里传统的权威仍然控制着人们的生活。

在 １９８９ 年出版的 《强社会与弱国家》 一书的序言中， 乔尔·米格代

尔 （Ｊｏｅｌ Ｍｉｇｄａｌ） 指出， “至少对于第三世界来说， 以国家为中心的方法

有点像在不了解老鼠的情况下设计捕鼠器”。 他坚持认为， 当时的文献

“似乎把” 值得质疑的东西 “视为已知”： 国家的自主性和国家力量。① 米

格代尔接着提出， 许多第三世界国家在成为有效建立行为规则的社会组织

方面存在严重困难。 在他的国家—社会关系模型中， 国家并不是孤立存在

的： 它与其他社会组织共存， 这些社会组织都努力通过使用各种制裁、 奖

励和象征来行使社会控制， 诱使人们遵守某些规则或规范。 这些社会组织

从小型家庭、 社区团体到大型外资企业都有。 国家能否战胜这些组织， 取

得优势， 取决于它能否最好地满足人们的 “生存战略”②。

米格代尔的 “社会中的国家” 方法提供了一种研究国家的新方法。

关键的见解是， 我们应该研究国家与社会的关系。 使用定量社会科学术

语， 米格代尔指出以国家为中心的文献出现了 “遗漏变量偏差”。 例如，

他的案例研究表明， 国家能力即实施政策和动员公众的能力， 取决于社会

的结构。 当社会强大时， 国家往往难以确立主导地位。 一个强大的社会只

能被 “灾难性事件” 削弱， 比如自然灾害或战争。③

国家—社会关系这一传统产生了富有成效的文献。 有些学者探讨了社

会力量如何制约国家权力。 在许慧文 （Ｖｉｖｉｅｎｎｅ Ｓｈｕｅ） 对中国政府的研究

中， 她认为帝国政府的 “触角” 受到了由士绅家庭组成的农村 “蜂巢”

结构的限制。④ 文献的另一部分研究了将社会力量纳入国家如何塑造国家

目标和能力。 例如， 裴宜理 （Ｅｌｉｚａｂｅｔｈ Ｐｅｒｒｙ） 指出， 中国共产党在革命

期间将工人阶级纳入其领导， 这影响了共和国成立后的国家目标。⑤

１９９４ 年， 米格代尔、 阿图尔·科里和许慧文主编的 《国家权力和社

①
②
③
④
⑤

Ｊｏｅｌ Ｓ Ｍｉｇｄａｌ， Ｓｔｒｏｎｇ Ｓｏｃｉｅｔｉｅｓ ａｎｄ Ｗｅａｋ Ｓｔａｔｅｓ， Ｐｒｉｎｃｅｔｏｎ： Ｐｒｉｎｃｅｔｏｎ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１９８８， ｐ ｘｖｉ．
Ｊｏｅｌ Ｓ Ｍｉｇｄａｌ， Ｓｔｒｏｎｇ Ｓｏｃｉｅｔｉｅｓ ａｎｄ Ｗｅａｋ Ｓｔａｔｅｓ， Ｐｒｉｎｃｅｔｏｎ： Ｐｒｉｎｃｅｔｏｎ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１９８８， ｐ ２９．
Ｊｏｅｌ Ｓ Ｍｉｇｄａｌ， Ｓｔｒｏｎｇ Ｓｏｃｉｅｔｉｅｓ ａｎｄ Ｗｅａｋ Ｓｔａｔｅｓ， Ｐｒｉｎｃｅｔｏｎ： Ｐｒｉｎｃｅｔｏｎ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１９８８， ｐｐ ３４ － ３５．
Ｖｉｖｉｅｎｎｅ Ｓｈｕｅ， Ｔｈｅ Ｒｅａｃｈ ｏｆ ｔｈｅ Ｓｔａｔｅ， Ｐａｌｏ Ａｌｔｏ： Ｓｔａｎｆｏ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１９８８．
Ｅｌｉｚａｂｅｔｈ Ｊ Ｐｅｒｒｙ， Ｓｈａｎｇｈａｉ ｏｎ Ｓｔｒｉｋｅ， Ｐａｌｏ Ａｌｔｏ： Ｓｔａｎｆｏ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１９９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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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势力》 一书正式提出了 “社会中的国家” 视角， 展示了这种方法解释

发展中国家各种现象的能力。①

二、 新一代国家研究学者

这里评论的三本书代表了新一代的国家研究。 与 “二战” 后有关国

家的文献不同， 这三本书分析了蒂利所说的 “大结构、 大过程、 大对

比”。 “二战” 后的文献研究的是相对较短的时期和特定的世界地区。② 使

用博弈论术语， 这三本书都描述了多个稳态均衡， 并详细说明了在何种条

件下， 各个状态沿着特定的轨迹走向不同的平衡。 这种动态的观点有助于

调和早期以社会为中心和以国家为中心的方法之间的争论。 这些早期的方

法可能只是描述了国家发展的不同均衡状态。 社会导向的学者可能看到了

一个强大的社会和一个被动的国家， 因而决定关注社会， 而国家导向的学

者可能看到了一个更活跃的国家， 并认为国家是一个独立的行动者。

均衡是慢慢转变的。 正如这三本书所显示的那样， 推动政治发展的结

构性变革需要几个世纪展开。 这种时间上的跨度需要研究人员深入研究历

史。 这三本书都涵盖了至少两千年的时间跨度， 但作者们超越了事件的编

年史： 他们增加了一个分析的视角。 只有当我们用这台移动缓慢、 时间遥

远的望远镜来审视政治时， 我们才能清楚地看到事物的变化。 正如黑格尔

的格言所说： “密涅瓦的猫头鹰只有在黄昏来临时才开始飞行。”③

（一） 《反对谷物》

关于早期国家出现的标准说法是这样的： 智人以分散的、 游牧的狩

猎—采集群体的形式存在了数百万年。 渐渐地， 他们发明了定居农业， 开

始享受粮食剩余， 并发展了社会等级制度。 一个领导者———牧师、 战士、

①

②
③

Ｊｏｅｌ Ｍｉｇｄａｌ， Ａｔｕｌ Ｋｏｈｌｉ， ａｎｄ Ｖｉｖｉｅｎｎｅ Ｓｈｕｅ （ｅｄｓ ）， Ｓｔａｔｅ Ｐｏｗｅｒ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ａｌ Ｆｏｒｃｅｓ，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Ｕｎｉｖｅｒ⁃
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１９９４．
Ｃｈａｒｌｅｓ Ｔｉｌｌｙ， Ｂｉｇ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ｓ， Ｌａｒｇｅ Ｐｒｏｃｅｓｓｅｓ， Ｈｕｇｅ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ｓ，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Ｒｕｓｓｅｌｌ Ｓａｇｅ 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 １９８４．
Ｇｅｏｒｇ Ｗｉｌｈｅｌｍ Ｆｒｉｅｄｒｉｃｈ Ｈｅｇｅｌ， Ｅｌｅｍｅｎｔｓ ｏｆ ｔｈｅ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 ｏｆ Ｒｉｇｈｔ，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１９９１，
ｐ ２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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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者或有魅力的人———走到前面， 开始使用他们的权力。 这种政体的组

织逐渐发展成一种早期的国家。① 这是一种关于进步的叙述： 农业使定居成

为可能， 提高了生产力， 帮助创造了一种远远优于 “原始” 生存的生活方式。

这种叙述仍然是现代社会科学为国家辩护的基本前提。 托马斯·霍布

斯 （Ｔｈｏｍａｓ Ｈｏｂｂｅｓ） 将 “自然状态” 下的人类状态描述为： “人的生活

孤独、 贫穷、 肮脏、 野蛮和短暂。”② 霍布斯认为， 利维坦会带来秩序，

保护人们不受彼此和这种可怕命运的伤害。

詹姆斯·Ｃ 斯科特 （ Ｊａｍｅｓ Ｃ Ｓｃｏｔｔ） 的 《反对谷物》 （ Ａｇａｉｎｓｔ ｔｈｅ

Ｇｒａｉｎ） 为这种国家即文明的主题提供了另一种强有力的叙事。 他综合了

来自美索不达米亚的人类学证据， 在公元前 ６５００ 年到前 １６００ 年， 这一地

区是第一个 “原始” 国家的心脏地带， 然后提出了一个具有挑衅性的问

题： 国家真的让我们活得更好吗？

延续他早期作品中的一个主题， 斯科特展示了在数百万年的人类进化

过程中， 国家从来都不是自然或不可避免的。③ 如果我们确定国家主导的

时代开始于公元 １６００ 年左右， 并考虑到智人在大约 ２０ 万年前作为亚种出

现， 那么国家只主宰了我们物种政治生活的最后 １％ 的 １ ／ ５。 在人类的大

部分经历中， 我们生活在小型的、 流动的、 分散的、 相对平等的狩猎和采

集群体中。

国家形成的过程也与我们从传统智慧中所知道的相差甚远。 第一个

国家出现在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流域， 大约在公元前 ３１００ 年， 在

第一批作物被驯化和人们开始建立永久定居点的 ４０００ 多年后。 斯科特

认为， 这种巨大的滞后表明， 农业和定居人口是 “形成国家必要但不充

分的基础”④。

这些早期国家究竟是如何形成的？ 一种可能的解释是， 气候的变化限

制了人类的生存选择。 斯科特引用了考古学家汉斯·尼森 （Ｈａｎｓ Ｎｉｓｓｅｎ）

①
②
③
④

参见 Ｖ Ｇｏｒｄｏｎ Ｃｈｉｌｄｅ， Ｍａｎ Ｍａｋｅｓ Ｈｉｍｓｅｌｆ， Ｌｏｎｄｏｎ： Ｗａｔｔｓ， １９６５。
Ｔｈｏｍａｓ Ｈｏｂｂｅｓ， Ｌｅｖｉａｔｈａｎ，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１９９６， ｐ ９６．
参见 Ｊａｍｅｓ Ｃ Ｓｃｏｔｔ， Ｔｈｅ Ａｒｔ ｏｆ Ｎｏｔ Ｂｅｉｎｇ Ｇｏｖｅｒｎｅｄ， Ｎｅｗ Ｈａｖｅｎ： Ｙａｌ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２０１０。
Ｊａｍｅｓ Ｃ Ｓｃｏｔｔ， Ｔｈｅ Ａｒｔ ｏｆ Ｎｏｔ Ｂｅｉｎｇ Ｇｏｖｅｒｎｅｄ， Ｎｅｗ Ｈａｖｅｎ： Ｙａｌ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２０１０， ｐ １１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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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著作， 指出从公元前 ３５００ 年到公元前 ２５００ 年， 海平面急剧下降， 幼发

拉底河的水量减少。 河流收缩回它们的主河道， 随着人们越来越多地聚集

在剩余的水资源周围， 人口越来越集中。 “气候变化”， 斯科特断言， “强

化了谷物和人力要素， 这对国家的形成是理想的。”①

《反对谷物》 中的一个重要观点是谷物与早期国家形成的关系。 斯科

特指出， 所有古代国家， 包括美索不达米亚、 埃及、 印度河流域和黄河流

域国家， 都是谷物： 小麦、 大麦和小米产地。 没有木薯国家， 没有西米国

家、 山药国家、 芋头国家、 大蕉国家、 面包果国家或甘薯国家， 当然也没

有香蕉共和国。 原因在于它们的 “易读性”： 谷物最适合集中生产、 税收

评估、 划拨、 地籍调查、 储存和配给。 相比之下， 块茎木薯 （又名木薯、

丝兰） 生长在地下， 不需要什么照顾， 很容易隐藏， 一年就成熟， 最重要

的是， 可以安全地留在地下， 可以食用长达两年。 如果政府想要你的木

薯， 它就必须来把块茎一个个挖出来， 这样一来， 它就成了一车价值不

大、 运输起来重量很大的东西。 从前现代 “税务员” 的角度评估作物，

谷物是最受青睐的， 而块根和块茎是最不受青睐的。 因此， 斯科特总结

道： “谷物造就国家。”②

按照传统的说法， 文明始于国家形成之后。 政治秩序取代了残酷、 野

蛮、 原始、 无法无天、 暴力的狩猎者和游牧者的世界。 斯科特最有趣的见

解是， 世界各地的人其实通常都抵制被国家统治， 而那些无法逃离国家的

人会遭受痛苦。③

一旦一个国家形成， 它就会努力营造一个清晰的、 可征税的、 统一的

作物图景， 并通过强制和限制来控制人口。 引用欧文·拉铁摩尔 （Ｏｗｅｎ

Ｌａｔｔｉｍｏｒｅ） 的话， 斯科特认为中国的长城不仅是为了阻止北方游牧民族的

入侵， 也是为了阻止中国纳税人的逃离。④ 政府不必费事自己种庄稼， 只

需从居民手中征收即可。 国家还创造了 “奴役制度” ———强迫劳动、 债

①
②
③
④

Ｊａｍｅｓ Ｃ Ｓｃｏｔｔ， Ｔｈｅ Ａｒｔ ｏｆ Ｎｏｔ Ｂｅｉｎｇ Ｇｏｖｅｒｎｅｄ， Ｎｅｗ Ｈａｖｅｎ： Ｙａｌ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２０１０， ｐｐ １２１ － １２２．
Ｊａｍｅｓ Ｃ Ｓｃｏｔｔ， Ｔｈｅ Ａｒｔ ｏｆ Ｎｏｔ Ｂｅｉｎｇ Ｇｏｖｅｒｎｅｄ， Ｎｅｗ Ｈａｖｅｎ： Ｙａｌ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２０１０， ｐ １２８．
也可以参考 Ｊａｍｅｓ Ｃ Ｓｃｏｔｔ， Ｗｅａｐｏｎｓ ｏｆ ｔｈｅ Ｗｅａｋ， Ｎｅｗ Ｈａｖｅｎ： Ｙａｌ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２００８。
Ｊａｍｅｓ Ｃ Ｓｃｏｔｔ， Ｗｅａｐｏｎｓ ｏｆ ｔｈｅ Ｗｅａｋ， Ｎｅｗ Ｈａｖｅｎ： Ｙａｌ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２００８， ｐ ３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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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奴役、 农奴制、 公共奴役和贡品， 以及各种形式的奴役———以控制生产

资料， 创造盈余。 传染病也更有可能在定居人口中传播， 这往往会导致国

家崩溃。 与没有国家的霍布斯世界的肮脏生活对比， 在国家控制下的世界

同样充满了苦差事和疾病。

斯科特认为， 国家以外的生活反而是自由和健康的。 农业国家形成后

随之而来的是 “野蛮人的黄金时代”。 游牧文明可以与农业国家进行有利

可图的贸易， 必要时增加贡品和掠夺， 避免税收和农业劳动力的不便， 享

受更有营养和多样化的饮食， 以及更大的流动性。① 这种 “自然状态” 听

起来比传统叙事描述的要愉快得多。

詹姆斯·斯科特的 《反对谷物》 是一本发人深省的书， 它将各种证

据编织在一起， 形成了一个强有力的叙事。 这种叙事对研究中东的人类学

家来说可能很熟悉， 但对社会科学家来说却很新鲜。 他那通俗而优美的散

文， 加上他那辩论导向的语气， 使读者在关于早期国家历史的学术辩论中

感到愉悦和轻松。 最重要的是， 通过关注 “过于” 强大的国家， 这本书

为不断增长的关于国家政治经济的文献做出了非常重要和原创的贡献。

（二） 《民主的兴衰》

各国采取了不同的发展道路， 特别是在组织方式方面。 一些国家发展

成为民主国家， 实行竞争性选举和普选， 而另一些国家则成为专制国家，

政治权力不受限制地集中在一个人、 一群精英或一个政党手中。 有几项研

究探讨了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 从 ２０ 世纪 ６０—７０ 年代的现代化理论，

到巴林顿·摩尔的社会解释， 再到对不平等和再分配的关注， 学者们研究

了经济发展、 社会阶级和精英激励在民主化过程中的作用。②

①
②

Ｊａｍｅｓ Ｃ Ｓｃｏｔｔ， Ｗｅａｐｏｎｓ ｏｆ ｔｈｅ Ｗｅａｋ， Ｎｅｗ Ｈａｖｅｎ： Ｙａｌ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２００８， ｐ ３５．
Ｓｅｙｍｏｕｒ Ｍａｒｔｉｎ Ｌｉｐｓｅｔ， “Ｓｏｍｅ Ｓｏｃｉａｌ Ｒｅｑｕｉｓｉｔｅｓ ｏｆ Ｄｅｍｏｃｒａｃｙ：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Ｌｅｇｉｔｉｍａｃｙ”，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Ｒｅｖｉｅｗ， Ｖｏｌ ５３， Ｍａｒｃｈ １９５９， ｐｐ ６９ － １０５； Ｂａｒｒｉｎｇｔｏｎ Ｍｏｏｒｅ， Ｓｏｃｉａｌ Ｏｒｉｇｉｎｓ ｏｆ Ｄｉｃｔａｔｏｒ⁃
ｓｈｉｐ ａｎｄ Ｄｅｍｏｃｒａｃｙ， Ｂｏｓｔｏｎ： Ｂｅａｃｏｎ Ｐｒｅｓｓ， １９９３； Ｃａｒｌｅｓ Ｂｏｉｘ， Ｄｅｍｏｃｒａｃｙ ａｎｄ Ｒｅ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Ｃａｍ⁃
ｂｒｉｄｇ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２００３； Ｄａｒｏｎ Ａｃｅｍｏｇｌｕ ａｎｄ Ｊａｍｅｓ Ａ Ｒｏｂｉｎｓｏｎ，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Ｏｒｉｇｉｎｓ ｏｆ Ｄｉｃｔａｔｏｒｓｈｉｐ ａｎｄ Ｄｅ⁃
ｍｏｃｒａｃｙ，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２００６； Ｂｅｎ Ｗ Ａｎｓｅｌｌ ａｎｄ Ｄａｖｉｄ Ｊ． Ｓａｍｕｅｌｓ， Ｉｎｅｑｕａｌｉｔｙ ａｎｄ Ｄｅ⁃
ｍｏｃｒａｔｉｚａｔｉｏｎ，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２０１４； Ｄａｎｉｅｌ Ｚｉｂｌａｔｔ， 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ｔｉｖｅ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Ｐａｒｔｉｅ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Ｂｉｒｔｈ ｏｆ Ｍｏｄｅｒｎ Ｄｅｍｏｃｒａｃｙ ｉｎ Ｅｕｒｏｐｅ，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２０１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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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卫·斯塔萨维奇的 《民主的兴衰》 是一部雄心勃勃、 深入透彻的

著作， 分析了从古代到今天民主的早期和现代形式的演变。 他介绍了一个

新的和独特的框架， 强调了政体的规模和社会是否有国家迫切需要的东

西， 如信息、 税收或人力。 然后， 斯塔萨维奇使用这个框架来说明欧洲、

中国、 中东和美国的国家发展路径。

传统观点似乎认为欧洲是民主国家的诞生地。 民主政治的迹象可以追

溯到雅典， １３ 世纪西欧出现的议会为现代民主铺平了道路。 然而， 斯塔

萨维奇的研究表明， 早期民主比我们之前想象的更为普遍。

如果我们将早期民主定义为统治者必须获得议会或集会同意的一种政

府形式， 我们可以在不同的地区找到这样的例子， 如美索不达米亚、 古印

度、 美洲东北部的林地、 中美洲和中非。 同意统治的实践对人类来说是自

然的， 并不是欧洲独有的。①

斯塔萨维奇认为， 促进早期民主的主要因素有三个。 第一个因素是这

种类型的政府更可能出现在小规模的社会中， 在这种环境中， 社会成员可

以定期参加议会和集会。 第二个因素是统治者缺乏关于经济生产的信息，

例如， 种植模式会造成农业产量的不确定性和巨大变化。 当统治者没有国

家官僚机构的时候就无法掌握地方经济产量的信息。 国家和社会之间的信

息不对称促使统治者通过议会与地方社会精英分享权力， 以帮助统治者获

取地方经济生产的信息以决定征收哪种税。 第三个因素涉及国家对社会的

需求程度和社会在没有国家的情况下能做多少事情之间的平衡。 当国家需

要更多的收入和人力时， 比如战争期间， 统治者就给人民政治权利。 如果

民众有迁移到新地点的 “退出选择”， 社会的议价能力可能会进一步

提高。

《民主的兴衰》 一书中最有趣的观点之一是， 国家的 “衰弱” 促进了

早期民主的萌芽。 这正是它们在欧洲出现的方式。 在罗马帝国灭亡后的一

千多年里， 欧洲统治者没有能力评估地方经济的生产情况， 这使得他们无

法根据这些数据征税。 与只有单一黄土高原的中国和拥有肥沃河谷的中东

① Ｄａｖｉｄ Ｓｔａｓａｖａｇｅ， Ｔｈｅ Ｄｅｃｌｉｎｅ ａｎｄ Ｒｉｓｅ ｏｆ Ｄｅｍｏｃｒａｃｙ， Ｐｒｉｎｃｅｔｏｎ： Ｐｒｉｎｃｅｔｏｎ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２０２０， ｐ ４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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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 欧洲的土壤沉积物要小得多， 而且在地理上彼此分开。 因此， 欧洲

的土壤分布倾向于分散而不是集中化的农业， 这创造了一种分散的社会模

式， 并促使建立一个官僚机构变得困难。 落后的国家官僚机构让欧洲统治

者别无选择， 只能通过谈判和征求该地区不断发展的城镇的同意来治理国

家。 尽管欧洲人没有发明这种治理方式， 但他们确实在这一领域进行了创

新， 发展了一种明确的政治代表理论， 从根本上重新定义了基于罗马法的

术语。 他们还通过将代议制扩大到大政体， 通过谈判和同意实现治理概念

的现代化。

对于为什么欧洲走民主道路， 而中国和中东走的是不同的道路， 传统

的解释要么是注重儒家思想和伊斯兰教的文化观点， 要么是功能主义观

点， 比如卡尔·魏特夫 （Ｋａｒｌ Ｗｉｔｔｆｏｇｅｌ） 的 “水力专制” 理论。① 然而，

斯塔萨维奇认为， 民主没有在中国和中东发展， 因为这两个地方从一开始

就建立了强大的国家。 中国很早就建立了持久的官僚秩序。 与西欧不同，

黄土高原的地理条件有利于集约高产农业的早期发展。 中国在生产和测量

技术上的进步也促进了其官僚体制的发展。 一旦拥有了中央集权的官僚机

构， 中国政府就可以在不依赖地方议会的情况下获取收入。 斯塔萨维奇并

不认为中国是个例外； 相反， 他认为中国追求的是一条完全不同的、 非常

稳定的政治发展道路。

在中东， 早期民主是前伊斯兰阿拉伯的常态。 民主实践在倭马亚和阿

巴斯 （Ｕｍａｙｙａｄ ａｎｄ Ａｂｂａｓｉｄ） 的哈里发统治下消亡， 但原因与宗教教义无

关。 这些哈里发国的统治者在鼎盛时期继承了萨珊帝国 （ Ｓａｓａｎｉａｎ Ｅｍ⁃

ｐｉｒｅ） 的国家官僚体制， 这让他们可以寻求独裁。 穆斯林统治者同样通过

征服从埃及继承了强大的官僚制度。 地理因素推动了这一趋势： 埃及和美

索不达米亚富饶的河谷促进了一个强大的中央集权国家的发展。

斯塔萨维奇的一个重要见解是政治发展的顺序非常重要： 官僚体系既

可以替代民主， 也可以补充民主。 这完全取决于事件的先后顺序。 如果官

僚体系先出现， 就像中国那样， 那么统治者就不需要民主了。 如果民主先

① Ｋａｒｌ Ａｕｇｕｓｔ Ｗｉｔｔｆｏｇｅｌ， Ｏｒｉｅｎｔａｌ Ｄｅｓｐｏｔｉｓｍ， Ｎｅｗ Ｈａｖｅｎ： Ｙａｌ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１９５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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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现， 国民就会定期参加议会或集会， 形成集体行动的习惯。 即使在官僚

机构发展起来之后， 这样的行动也可能会限制统治者， 就像在欧洲发生的

那样。 议会和官僚机构可以相互补充， 因为官僚机构在某些任务中会有更

强的技能。

尽管早期民主在世界许多角落兴起， 但随着时间的推移， 它在许多社

会中消失了。 随着社会规模的扩大， 统治者获得了用于监控生产的新技术

（如书写）， 以及人们发现很难迁移到新地区， 这种情况就发生了。 在一

些坚持早期民主的社会中， 一种新的政府形式演变成了现在所知的现代

民主。

英国是早期民主向现代民主过渡的先驱者。 这一转变的关键一步是集

中决策。 在中世纪的欧洲议会中， 代表们不能自由支持或反对他们认为合

适的政策； 相反， 他们的选民对他们能做什么和不能做什么给予了严格的

指示。 这种授权制度的动机是担心代表们会被中央政府抓住、 拉拢或腐

化。 在 １３ 世纪和 １４ 世纪， 英国君主确立了一种规范， 即议会代表不应受

此类授权的约束。 １６８８ 年后， 随着议会至高无上地位的确立， 授权制度

的终结导致了国家立法机构内部高度的凝聚力和能力。 这使得议会在经济

中发挥积极作用。 在这个时期， 英国还没有完成向现代民主的过渡； 在大

约两个半世纪的时间里， 它没有建立普选制度。①

美国进一步发展了现代民主。 两个因素推动着这种发展。 第一， 是最

初的土地充裕和劳动力短缺的背景， 这使得联邦政府开放了广泛的选举

权， 以解放白人男性。 第二， 美国宪法的制定者们努力消除早期民主的某

些特征， 扩大众议员与社会之间的距离。 然而， 由于劳动力短缺， 替代策

略是依靠强迫劳工， 这些劳工很容易与欧洲人口区分开来， 而且没有很好

的退出选择。 结果是非洲人被奴役。

这篇简短的评论当然不能公正地评价这本书中关于 ２０００ 多年民主历

史的广泛讨论。 《民主的兴衰》 是一本改变范式的书， 它将塑造关于未来

几十年国家建设、 民主化和相对政治发展的辩论。

① 如果把英国的普选追溯到 １９１８ 年， 那时妇女获得了选举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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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狭窄的走廊》

人类的自由———不受国家或社会的强迫而做出自由选择———如何才能

实现？ 霍布斯的解决方案是有一个利维坦。 但利维坦是双面的： 它防止暴

力， 提供政治秩序， 但它也通过使公民噤声、 监禁、 致残， 有时甚至杀戮

来控制公民。

达龙·阿西莫格鲁和詹姆斯·Ａ 罗宾逊提供了一个新的答案。 他们

认为， 为了自由的出现和繁荣， 必须在国家和社会之间实现权力的平衡。

一个强大的国家控制暴力、 执行法律并提供公共服务， 这对人民的生活至

关重要， 使他们有权做出和追求自己的选择。 但是， 需要一个强大的、 动

员起来的社会来控制和束缚强大的国家。 在动员的社会中， 人们参与政

治， 必要时进行抗议， 如果不符合他们的利益， 就投票让他们下台。

因此， 国家和社会力量的变化产生了三种情景。 在第一种情况下， 国

家比社会更强大： 在如何使用其权力和能力方面， 国家不给社会任何发言

权。 阿西莫格鲁和罗宾逊将这种情形称为 “专制的利维坦”。 在第二种情

况下， 社会比国家强大得多： 传统的社会组织， 如部落、 族长或宗亲团

体， 利用传统创造了一个 “习俗的笼子”， 限制人们生活的许多方面。 在

这样的社会中， 利维坦太弱了， 无法打破这个习俗的笼子， 人们被困在一

套僵化的期望和不平等的社会关系中， 阿西莫格鲁和罗宾逊称之为 “缺

席的利维坦”。

在专制国家和缺席国家之间， 是一条通向自由的狭窄通道， 在这条通

道中， 国家和社会相互平衡： 两者都没有优势。 阿西莫格鲁和罗宾逊称这

种现象为 “红皇后效应” （出自 《爱丽丝梦游仙境》）。 国家和社会不仅仅

是竞争； 它们还合作。 这种合作提高了国家满足社会需求的能力， 并激发

了更大的社会动员来监督这种能力。 这种国家—社会的竞争与合作造就了

“戴镣铐的利维坦”。

是什么决定了一个国家要走哪条路？ 初始条件似乎很重要。 在欧洲，

罗马帝国灭亡后几个世纪的条件为 “红皇后效应” 奠定了基础。 从 ６ 世

纪到 １０ 世纪， 墨洛温王朝和加洛林王朝继承了剪刀的两个刀刃： 一是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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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官僚机构的蓝图， 二是日耳曼部落的参与式社会规范。 这一组合将欧洲

国家置于走廊的入口。

相比之下， 中国秦朝 （公元前 ２２１—前 ２０６） 早期建立的中央集权国

家禁止民众参与政府， 社会组织仍然薄弱。 例如， 所有的商人集团都起源

于中国不同地区的 “商会”。 这些协会由来自特定区域或城镇的家庭团体

组成， 他们彼此不合作， 对投资公共服务和组织没有兴趣。 国家强， 社会

弱， 使中国走上了专制的道路。

另一个极端是印度， 在那里， 习俗的牢笼一直很牢固。 种姓制度的巩

固， 以及国家对严格的等级制度的屈从， 使社会支离破碎， 并导致它背叛

自己。 印度社会不是一个整体， 它的内部冲突———以及由此产生的不平

等———在这个国家的政治中扮演着核心角色。 种姓制度造成的分裂和分类

使社会无法组织起来监督国家。 没有 “红皇后效应” 重塑社会身份的动

力。 因为政治参与是建立在种姓制度的基础上的， 国家支持并依赖种姓制

度的支持， 种姓身份一再得到确认， 对自由造成了可怕的后果。 尽管印度

自 １９５０ 年以来一直是一个民主国家， 并在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实现了经济

“自由化”， 但种姓制度的主导地位以及各种限制、 分裂和等级制度一直

在持续， 并造就了一个没有真正能力或兴趣帮助最贫穷公民的国家。

专制的利维坦和缺席的利维坦以各自不同的方式破坏人类的自由， 而

“纸老虎的利维坦” 同时有以上两种状态最大的缺点。 纸老虎的利维坦有

国家的外观， 能够在一些有限的领域和一些主要城市行使一些权力。 但这

种力量是空洞的； 在大多数领域， 它是不连贯和混乱的， 在边远地区几乎

完全没有。 纸老虎的利维坦存在于阿根廷、 哥伦比亚和其他几个拉丁美洲

和非洲国家。

《狭窄的走廊》 一书中最重要的见解之一是， 国家与社会的平衡是一

条走廊， 而不是一扇门： 实现自由是一个涉及持续的、 日复一日的斗争的

过程。 一个国家如果走出走廊， 就会陷入滑坡。 德国魏玛共和国就是这种

下滑的最好例子。 阿西莫格鲁和罗宾逊认为， 魏玛时期的德国政府和社会

并没有支持国家与社会的合作， 而是参与了一场 “零和” 竞赛， 双方都

为了生存而企图摧毁对方。 作者认为， 问题在于普鲁士的土地贵族。 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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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益集团经常从零和的角度看待社会的加强和民主的开始。 与工业家和专

业人士不同， 那些人凭借自己的专长、 知识和技能， 在经济和政治上都能

在这条走廊里蓬勃发展， 而土地所有者担心失去自己的土地。 而相比于工

业家和专业人士的工厂， 土地更容易被夺走。 土地所有者也担心， 由于民

主政治的结果， 政治重心从他们身上转移， 他们会被边缘化。 所有这些都

使他们对迅速发展的 “戴镣铐的利维坦” 持怀疑态度。 这些态度不仅在

关键时刻支持镇压而不是妥协， 还为纳粹党等右翼边缘组织的崛起创造了

有利环境。

达龙·阿西莫格鲁和詹姆斯·Ａ 罗宾逊的概念框架的一个吸引人的

特点是， 它可以与现有的理论结合在一起， 没有太多的摩擦。 许多关于国

家建设和国家能力起源的社会科学文献强调结构性因素 （例如， 人口、

地理、 文化、 战争威胁、 作物类型和军事技术）。 阿西莫格鲁和罗宾逊认

为， 这些结构性因素是否影响国家取决于之前的国家—社会关系。 例如，

当一个国家从事国家间竞争时， 它可以加强其相对于社会的权力， 并使国

家更接近专制的利维坦。

《狭窄的走廊》 是一部雄心勃勃的作品， 阿西莫格鲁和罗宾逊带领读

者经历了一段迷人的旅程， 从蒂夫剧院的巫术到墨西哥玉米饼的发明。 它

更新了我们对民主从何而来以及民主如何能够 （也应该） 持续下去的理

解。 它提醒人们， 这条走廊是狭窄的， 需要保持警惕， 以保持国家和社会

之间的适当平衡。

（四） （这三本书的） 贡献

从极其长远的角度来看， 这三本书对我们理解国家做出了三个显著的

贡献。 首先， 尽管自霍布斯和韦伯以来， 国家一直是一个令人尊敬的概

念， 但学者们往往发现很难将其概念化为一个变量。 部分原因是， 国家有

时是解释变量， 有时是机制， 通常是结果。 转化和被转化的同时， 使对国

家的研究成为一个动态的过程。 这变得越来越具有挑战性， 因为社会科学

领域已经更加重视因果推断。

这三本书的一个创新之处在于把国家发展作为一个动态过程来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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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斯科特来说， 在第一阶段， 国家是一个结果变量： 生态和气候因素决

定了它的形成。 一旦国家在第二阶段形成， 它就开始改造社会。 通过使社

会更清晰和限制人口流动， 国家接近了理性主义者收入最大化的角色。 但

是， 随着社会的聚集， 疾病开始扩散， 第三阶段国家崩溃。

对斯塔萨维奇来说， 第一阶段的国家实力是早期民主能否出现的重要

决定因素。 当国家相对于社会处于弱势时， 国家必须发展议会来征求信息

和支持。 一个同意被治理的社会可以通过向它提供信息、 收入和人口， 使

国家随着时间的推移变得更强大。 这个阶段的状态就是结果。 那么关键的

一步就是国家的权力集中化。 例如， 当英国废除了代表必须受授权约束的

要求时， 这种情况就发生了。 这一变化促进了更集中的决策形式， 这是现

代民主的一个基本特征。

在阿西莫格鲁和罗宾逊看来， 初始条件下国家与社会的权力平衡是政

治发展的动力。 这两个角色正在相互转变。 一个强大的国家可以打破习俗

的牢笼； 一个参与性强的社会反过来可以通过对国家自由裁量权的审查和

委托国家官员汲取资源来加强国家。 因此， 国家和社会是在等式中经常互

换的两个变量。

其次， 这三本书对社会权力的构成比以前的研究更明确。 对斯塔萨维

奇来说， 知识就是力量： 当社会知道的比国家多时， 社会就是强大的。 对

阿西莫格鲁和罗宾逊来说， 当人们可以采取集体行动反对国家时， 社会就

是强大的。 弄清楚社会权力意味着什么， 对于研究国家与社会的互动至关

重要。 虽然社会科学在衡量 “国家能力” 方面取得了重大进展， 但我们

还没有开发出任何可靠的衡量 “社会能力” 的方法。 无论是基于信息还

是集体行动， 准确地定位社会权力的所在， 有助于发展可观察的含义和可

检验的假设。

最后， 这些新的学术进展也揭示了制度的来源。 理性选择论者经常从

效率的角度来解释制度变迁。 根据这种逻辑， 理性的行为者创建制度是为

了开发潜在的效率收益。 但是， 尽管几乎所有地方都有这种需要， 但只有

少数地方出现了制度创新。 例如， 光荣革命时期签订的特定类型的宪法协

议， 只发生在英格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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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社会视角提供了一个更有说服力的答案。 斯塔萨维奇、 阿西莫

格鲁和罗宾逊都认为， 当国家迫切需要社会的某些东西 （信息、 收入或

人口） 时， 制度就会出现。 早期民主 （用斯塔萨维奇的话说） 或包容性

制度 （用阿西莫格鲁和罗宾逊的话说） 是在社会享有与国家讨价还价的

权力时产生的。 这种制度主义的内在观点为比较政治学学者提供了一个很

好的工具， 以研究为什么国家—社会关系常常变化， 而制度变化很少。

三、 社会中的国家 ２ ０

关于国家与社会关系的两个重要问题仍然存在。 首先， 这三本书都将

初始条件， 特别是国家形成过程中相对于社会的国家力量， 作为解释一个

国家后来政治发展的重要变量。 然而， 这种对起源的关注使它们的框架无

法充分解释一国一旦走上某一轨道后的变化。 例如， 非洲、 中国、 中东和

中美洲的许多国家一开始都是中央集权的帝国或王国， 但在发展过程中经

历了起起落落， 在前现代时代解体， 而后在现代成为不同类型的民族国

家。 是什么原因导致它们具有相似的初始条件却有不同的路径？ 如何解释

这些国家政治发展中的重要转折点， 比如国家崩溃？

其次， 这些最近出版的书很像以前的研究， 倾向于把国家和社会视为

独立和竞争的两个实体。 然而， 在大多数前现代社会， 以及今天的发展中

国家， 国家精英都嵌入复杂的社会关系中。 传统社会群体 （如部落、 宗

族和民族群体） 产出了国家的精英阶层， 也定义了这些精英阶层的身份

和目标。 因此， 通过精英社会关系建立国家与社会的联系， 是理解国家与

社会关系的一个重要方面。 不同社会结构中的精英对国家实力理想水平的

偏好是如何变化的？ 什么样的精英社会结构有助于统治者的分化和征服，

又是什么样的精英社会结构制约着统治者的权力？ 国家精英与社会联系的

不同方式如何塑造国家与社会的关系？ 要回答这些问题， 就需要审视国家

和社会， 而不是将它们作为独立的、 单一的行为体， 而是将它们作为相互

转化的实体， 在这些实体中， 国家精英与社会力量联系在一起。

我的 “社会中的国家 ２ ０” 框架代表了解决这些问题的初步努力。 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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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框架是一个将国家与社会的联系放在中心地位的中观理论。① 它结合了

国家—社会学者的见解， 强调两个行动者之间的互动。 它借用了多元主义

者的概念， 即社会由相互竞争的群体组成。 它也建立在理性选择方法的以

行动者为中心的微观基础之上。

图 １ 描述了三种国家—社会联系的理想型。 在每个图中， 处在中心的

点代表国家精英 （如中央政府官员）； 外围点代表处在不同地方的社会群

体， 如部落、 宗族或民族群体。 连线表示社会关系， 可以采取多种形式，

如 （团体） 会员关系、 社会关系、 家庭关系或选举关系。 国家精英是他

们所联系的社会群体的代理人； 他们的目标是影响政府政策， 以最低成本

为其群体提供最好的服务。

图 １　 三种精英社会地貌的理想类型

在星型网络 （图 ａ） 中， 两个中心点 （国家精英） 直接连接位于不同

区域的每个外围点 （社会群体）。 在领结型网络 （图 ｂ） 中， 每个中心点

都连接到一组不同的外围点， 这些外围点与它们的直接邻居相连， 但不与

其他中心点相连。 在指环型网络 （图 ｃ） 中， 每个外围点都与相邻点相

连， 但没有一个点与中心点相连。

我把这些不同形式的网络称为精英社会地貌 （ｅｌｉｔｅ ｓｏｃｉａｌ ｔｅｒｒａｉｎ）。 精

英社会地貌有一个垂直维度， 描述国家精英与地方社会群体的联系， 以及

① 研究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开创性工作， 参见 Ｐｅｔｅｒ Ｂ Ｅｖａｎｓ， Ｅｍｂｅｄｄｅｄ Ａｕｔｏｎｏｍｙ， Ｐｒｉｎｃｅｔｏｎ： Ｐｒｉｎｃｅｔｏｎ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２０１２； Ｓｔｅｖｅｎ Ｌｅｖｉｔｓｋｙ ａｎｄ Ｌｕｃａｎ Ａ Ｗａｙ， 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ｖｅ Ａｕｔｈｏｒｉｔａｒｉａｎｉｓｍ，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２０１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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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水平维度， 描述国家精英之间的联系。 精英社会地貌的三种理想型产

生了国家—社会关系的三种稳定均衡。 在每个均衡中， 精英社会地貌决定

了精英对国家力量的理想水平和国家如何组织的偏好。

（一） 国家力量 （Ｓｔａｔｅ Ｓｔｒｅｎｇｔｈ）

我的 “社会中的国家 ２ ０” 框架提供了关于精英对国家能力理想水平

偏好的微观视角。 国家精英可以利用各种治理结构为其联系的社会群体提

供服务。 不同治理结构中主要包括公共秩序机构———国家和私人秩序机

构———宗族、 部落或族群。 这些结构提供保护和正义等服务， 包括防范外

部和内部暴力、 防范自然灾害、 解决争端的正义以及保护人民免受风险的

社会政策。

在星型网络中， 国家精英最有动力利用国家为他们联系紧密的社会群

体提供这些服务。 精英阶层的选择有两个原因。 第一个是经济方面。 当精

英阶层与地理上分散的多个社会群体联系在一起时， 依靠中央政府提供服

务的效率更高， 因为它享有规模经济。 在领结型网络中， 精英只需要服务

于相对较小的区域内的少数群体， 私人服务提供效率更高。 这是因为资助

私人机构为一小部分地区提供服务的边际成本， 低于精英阶层为支持中央

政府而必须支付的税收。

指环型网络代表了一种极端的情况， 即国家精英与任何社会群体都没

有联系； 他们已经失去了对社会的控制， 不能调动必要的社会资源来加强

国家。 因此， 他们选择允许社会群体通过自己的部落、 宗族或族群提供

服务。

第二个考虑因素是社会方面。 在星型网络中， 社会分裂是横切的

（ｃｒｏｓｓ⁃ｃｕｔｔｉｎｇ）。① 集中在某一地区的部落、 宗族、 族群往往只关心自己的

地方利益， 而不关心国家利益。 然而， 如果国家精英能够将地理上分散

的多个社会群体连接起来， 那么这个社会网络就可以跨越地区鸿沟。 这

些横切的社会分野激励国家精英聚集多个地方和团体的利益， 并将其凝

① Ｓｅｙｍｏｕｒ Ｍａｒｔｉｎ Ｌｉｐｓｅｔ ａｎｄ Ｓｔｅｉｎ Ｒｏｋｋａｎ， Ｐａｒｔｙ Ｓｙｓｔｅｍｓ ａｎｄ Ｖｏｔｅｒ Ａｌｉｇｎｍｅｎｔｓ，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Ｆｒｅｅ Ｐｒｅｓｓ， １９６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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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到国家一级。 因此， 星型网络超越了地方利益， 培育了一个广泛的国

家构建联盟。

然而， 在领结型网络中， 每个国家精英只代表一小部分地区。 在这种

情况下， 社交网络加剧了现有的区域分裂。 于是， 中央政府就成了这些精

英争夺国家资源、 为地方利益服务的舞台。 指环型网络是一个极端的例

子， 国家精英不重视区域分裂， 无法将不同的群体聚集在一起。

总之， 描绘国家精英如何联系社会群体的精英社会地貌的垂直维度决

定了精英对国家能力理想水平的偏好。 当一个国家从星型网络向指环型网

络转变时， 他们加强中央政府的动机就会减弱。

（二） 国家形式

该框架还可以为描述国家如何组织两种关系提供一些见解。 这些关系

是： （１） 统治者与统治精英之间的关系； （２） 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关系。

在统治者与统治精英的关系中， 星型网络代表了一种团结一致的精

英， 这种精英可以通过两种方式约束统治者。 首先， 精英阶层被嵌入一个

中央集权的金字塔状结构中， 在这个结构中， 他们可以利用自己的横向关

系来动员跨地区的广泛社会力量。 其次， 星型网络中的精英之间的相互联

系使他们成为一个团结的群体， 这有助于他们在决定反抗统治者时克服集

体行动和协调问题。 在这种情况下， 统治者更有可能与精英分享权力。

在领结型网络中， 国家精英可以动员一些 （以地区为基础的） 社会

群体。 统治者更容易平息集中在某些地域的挑战。 此外， 精英阶层之间缺

乏密集的网络， 造成了社会学家罗纳德·伯特所说的 “结构漏洞”， 使统

治者得以进行分化和征服。① 在这种情况下， 统治者更有可能建立绝对统

治， 以支配精英阶层。

指环型网络中国家精英的议价能力是最弱的， 因为他们无法在社会中

找到同盟， 也无法相互协调反对统治者。 因此， 统治者的专制权力在这种

情况下达到了顶峰。

① Ｒｏｎａｌｄ Ｓ Ｂｕｒｔ，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 Ｈｏｌｅｓ，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Ｈａｒｖａ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１９９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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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国家与社会的关系中， 星型网络代表着国家的直接统治。 统治者收

容了地方团体的代表， 以收集有关地方社会和经济的信息。 有了金字塔形

的社会网络， 统治者可以依靠国家精英为国家收集收入， 并动员人民。 在

这种情况下， 国家通常在启动和资助公共产品提供方面发挥主导作用， 其

中最重要的是包括防御、 司法和公共工程。

领结型网络代表着国家与社会的合作关系。 代表地方利益的国家精英

往往会争夺国家资源， 以引向自己的家乡。 他们更愿意分配国家资源， 把

提供公共产品的工作外包给自己的社会群体。 有联系的社会群体可以从这

些项目中寻求租金， 并提高他们在当地社群中的地位。 其结果往往是国家

和社会之间的伙伴关系， 其中国家将其部分职能， 如地方防御和公共工程

委托给社会。 在这种情况下， 社会在资源和合法性方面仍将依赖国家， 但

将享有相当大的自治权。

指环型网络是历史学家杜赞奇 （Ｐｒａｓｅｎｊｉｔ Ｄｕａｒａ） 所说的 “国家内卷”

的一个例子。① 在这种情况下， 国家依赖社会来执行其许多功能， 但却失

去了对社会的控制。 随着国家进一步内卷， 社会群体取代国家成为提供公

共产品的领导者， 并威胁到国家对暴力的垄断。

（三） 三种稳态均衡

我认为， 精英社会网络的三种理想型都创造了相应的稳态均衡。 对于

每一种网络类型， 两组参与者———统治者和国家精英———都发现， 在没有

外部冲击的情况下， 维持当前的稳定状态符合他们的最佳利益。

统治者面临着国家权力和个人权力之间的权衡。 统治者追求的是国家

权力的最大化， 而实现这一目标的最佳途径是推动建立一个星型网络。 然

而， 统治者也寻求个人权力和生存的最大化， 如果精英们像领结型或指环

型网络那样支离破碎， 统治者的个人独裁就更容易实现。 因此， 统治者以

国家权力换取个人权力。 一个团结一致的精英结构有助于统治者巩固国

家， 但也会威胁到他们的个人权力。 分散的精英结构削弱了国家， 但必须

① Ｐｒａｓｅｎｊｉｔ Ｄｕａｒａ， Ｃｕｌｔｕｒｅ， Ｐｏｗｅｒ， ａｎｄ ｔｈｅ Ｓｔａｔｅ， Ｐａｌｏ Ａｌｔｏ： Ｓｔａｎｆｏ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１９８８， ｐ ７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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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服集体行动的难题才能反抗统治者。 因此， 分散的精英结构削弱了国家

能力， 却助长了专制权力。

在每种类型的网络中， 精英的目标是有效率地为其社会群体提供服

务。 星型网络中的精英们的主导策略是动员社会来强化国家， 比如贡献金

钱和人力资源。 如果精英阶层以这种方式联系在一起， 一个强大的中央政

府可以提供有效的全国覆盖， 以保护他们的社会群体。 然而， 在领结型网

络中， 精英们更喜欢将国家职能委托给他们的社会群体， 这些群体就可以

以比向国家政府纳税低得多的价格提供自己的私人服务。 但领结型网络中

的社会仍然对保持国家的低水平存在感兴趣。 一个具有中等水平能力的国

家可以帮助保护社会免受外部敌人或大规模自然灾害等生存威胁。 在指环

型网络中， 社会群体独立于国家。 社会群体宁愿为自己保留资源， 而不是

贡献资源来维持国家的生存。 这种平衡状态是最小的， 处于崩溃的边缘。

表 １ 总结了国家力量和形态的含义。

星型网络创造了一种平衡， 我称之为 “寡头政治下的国家强化”。 在

这种均衡中， 统治者和国家精英共同控制国家， 形成了统治者在平等地位

中处于首位的寡头政治。 统治者无法获得绝对权力， 因为精英阶层可以威

胁发动叛乱。 在这种均衡中， 精英们更喜欢一个强大的政府， 因为他们希

望利用其规模经济优势为各自的社会群体提供服务。

这种平衡近似于唐朝 （６１８— ９０７） 时期的中世纪中国和诺曼征服

（１０６６） 之后的英国。 在唐朝， 中国由门阀贵族统治。 这种贵族制是由几

百个贵族宗族组成的半世袭制度。 这些门阀家族形成了一个紧密的婚姻网

络， 连接着帝国的各个角落。 唐代贵族家庭之间形成的社会地貌就像一个

星型网络： 一个连贯的中心连接到外围。 在英国， 在诺曼征服期间， 一群

由 （假想的） 亲属关系联系起来的诺曼贵族征服了英格兰， 并形成了一

个团结一致的精英阶层。 虽然这些精英有分歧， 但他们都是保护中央权力

的， 因为他们拥有全国各地的土地。 他们对国王的支持是英国政治和经济

成功的关键决定因素。①

① Ｒｏｂｅｒｔ Ｈ Ｂａｔｅｓ， Ｔｈ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Ｄｉｌｅｍｍａ， Ｐｒｉｎｃｅｔｏｎ： Ｐｒｉｎｃｅｔｏｎ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２０１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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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１　 国家—社会关系的三种均衡及实例

网络 均衡 国家力量

国家形式

统治者

ｖｓ 精英
国家 ｖｓ 社会

案例

星型
寡头政治下

的国家强化
高

在平等地位

中处于首位
直接统治

中世纪的中国； 诺曼征服后

的英国

领结型
伙伴关系下

的国家维持
中

占主导地位

的
伙伴关系

鸦片战争前的中国； 中世纪

的法国； 殖民统治下的撒哈

拉以南非洲和拉丁美洲； 古

典时期的伊斯兰世界； 以及

奥斯曼帝国

指环型
军阀统治下

的国家弱化
低

占主导地位

的
国家内卷

鸦片战争后的中国； 前殖民

时代的撒哈拉以南非洲和后

殖民时代的中东部分地区

我把这种领结型网络平衡称为 “伙伴关系下的国家维持”。 在这种均

衡中， 统治者使用分而治之的策略来控制分散的国家精英， 并在这个群体

中建立绝对的权力。 精英阶层之所以不选择威胁统治者的权力， 是因为这

种集体行动和协调的成本太高； 他们更喜欢一个适度强大的国家， 能够保

护他们的社会群体免受生存威胁。 但他们不希望国家强大到足以从社会中

汲取所有资源， 因为这将破坏他们的社会群体建立私人秩序机构的努力。

统治者接受这种适度的国家权力， 因为进一步加强国家需要更团结的精

英， 这将威胁到统治者的个人权力和生存。 国家将部分职能外包给社会团

体， 社会团体与国家合作提供公共产品。

这种均衡最好地描绘了鸦片战争前的中国 （１０ 世纪至 １９ 世纪中期），

中世纪的法国 （１０ 世纪至 １５ 世纪中期）， 殖民统治下的撒哈拉以南非洲

和拉丁美洲 （１８ 世纪至 ２０ 世纪早期）， 古典时期的伊斯兰世界 （７ 世纪

至 １２ 世纪）， 以及奥斯曼帝国 （１４ 世纪至 ２０ 世纪初）。 在这些情况下，

一个中央国家聚集了不同的社会群体， 并依靠它们来统治。 这些社会群体

包括宗族组织 （在古代中国）、 封建领主 （在法国）、 地区精英 （在拉丁

美洲）、 部落或民族群体 （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和中东）。 例如， 罗伯特·

贝茨 （Ｒｏｂｅｒｔ Ｂａｔｅｓ） 就认为， 法国贵族是部落型的， 而且以地方为导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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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人都依附于某个地方。① 米格尔·森特诺 （Ｍｉｇｕｅｌ Ｃｅｎｔｅｎｏ） 将殖民时

代拉丁美洲的国家结构描述为这样一个体系： “帝国的每个部分都与中心

相连， 但单独的区域之间没有联系。② 同样， 克里斯托弗·克拉珀姆

（Ｃｈｒｉｓｔｏｐｈｅｒ Ｃｌａｐｈａｍ） 注意到， 在殖民统治下， 非洲酋长被限制为 “每个

酋长国中特定家族的代表”， 因此， “在酋长国中创造了一群当地主顾和

他们自己的客户”。③

在指环型网络的均衡中我称之为 “军阀统治下的国家弱化”， 一个由专

制领导人统治的国家， 无力控制社会。 因此， 社会群体建立了私人秩序机

构， 以提供安全和正义。 国家失去了对暴力的垄断， 正处于崩溃的边缘。

这种均衡近似于鸦片战争后的帝国主义中国 （１９ 世纪中期至 ２０ 世纪

早期）、 前殖民时代 （１９ 世纪前） 的撒哈拉以南非洲和后殖民时代 （２０

世纪中期） 的中东部分地区。 在中国， 太平天国运动 （１８５０—１８６４） 期

间， 一个被削弱的中央政府失去了对暴力的垄断。 依赖宗族组织的私人秩

序机构从国家中独立出来， 并越来越多地接管地方行政、 税收和国防。 在

殖民前的非洲， 如杰弗里·赫布斯特 （Ｊｅｆｆｒｅｙ Ｈｅｒｂｓｔ） 所言， “权力 （相

当现实地） 被认为是一系列从核心向外辐射的同心圆”④。 虽然非洲领导

人能够控制核心区域， “但在政治核心之外， 权力往往随着距离的增加而

减少”⑤。 在后殖民时代的利比亚， 丽莎·安德森 （Ｌｉｓａ Ａｎｄｅｒｓｏｎ） 指出，

意大利殖民者对前殖民统治的摧毁， 最终导致内陆地区以血缘关系为主要

组织原则的复兴。⑥

四、 结论

５０ 多年前， 约翰·彼得·内特 （Ｊｏｈｎ Ｐｅｔｅｒ Ｎｅｔｔｌ） 说： “国家的概念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Ｒｏｂｅｒｔ Ｈ Ｂａｔｅｓ， Ｔｈ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Ｄｉｌｅｍｍａ， Ｐｒｉｎｃｅｔｏｎ： Ｐｒｉｎｃｅｔｏｎ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２０１７， ｐ ４７．
Ｍｉｇｕｅｌ Ａｎｇｅｌ Ｃｅｎｔｅｎｏ， Ｂｌｏｏｄ ａｎｄ Ｄｅｂｔ，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ａｒｋ： Ｐｅｎｎｓｙｌｖａｎｉａ Ｓｔａｔ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２００２， ｐ １４３．
Ｃｈｒｉｓｔｏｐｈｅｒ Ｓ Ｃｌａｐｈａｍ， Ｐｒｉｖａｔｅ Ｐａｔｒｏｎａｇｅ ａｎｄ Ｐｕｂｌｉｃ Ｐｏｗｅｒ， Ｌｏｎｄｏｎ： Ｂｕｒｎｓ ＆ Ｏａｔｅｓ， １９８２， ｐｐ ８４ － ８５．
Ｊｅｆｆｒｅｙ Ｈｅｒｂｓｔ， Ｓｔａｔｅｓ ａｎｄ Ｐｏｗｅｒ ｉｎ Ａｆｒｉｃａ， Ｐｒｉｎｃｅｔｏｎ： Ｐｒｉｎｃｅｔｏｎ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２０１４， ｐ ４５．
Ｊｅｆｆｒｅｙ Ｈｅｒｂｓｔ， Ｓｔａｔｅｓ ａｎｄ Ｐｏｗｅｒ ｉｎ Ａｆｒｉｃａ， Ｐｒｉｎｃｅｔｏｎ： Ｐｒｉｎｃｅｔｏｎ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２０１４， ｐ ５６．
Ｌｉｓａ Ａｎｄｅｒｓｏｎ， Ｔｈｅ Ｓｔａｔｅ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ａｌ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Ｔｕｎｉｓｉａ ａｎｄ Ｌｉｂｙａ， １８３０ － １９８０， Ｐｒｉｎｃｅｔｏｎ： Ｐｒｉｎｃｅｔｏｎ Ｕｎｉ⁃
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２０１４， ｐｐ ９ － １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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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现在的社会科学中不太流行。”① 大约 ２０ 年前， 玛格丽特·列维 （Ｍａｒ⁃

ｇａｒｅｔ Ｌｅｖｉ） 说： “在一段学术强调国家理论的时期之后， 社会科学对国家

的兴趣似乎已经让位于制度主义和社会资本。”②

时至今日， 这些话仍在回响。 然而， 本文回顾的书籍表明， 在考察人

类长期政治发展时， 国家是一个有用的概念。 在短期内， 制度是外生的，

对分析有用， 但在长期内， 它们是内生的。 正如斯科特、 斯塔萨维奇、 阿

西莫格鲁和罗宾逊所表明的那样， 我们今天认为理所当然的制度———议

会、 选举和普选———花了几个世纪才发展起来， 而国家与社会的互动一直

是这种政治发展背后的主要驱动力。 他们的作品提供了一个全面的历史优

势， 为国家理论的新扩展提供了一个令人信服的基础。

然而， 国家理论家仍然面临着理解国家发展的社会基础的挑战。 未来

的理论创新可能通过两个潜在的途径进行： 将特定的社会结构和国家结果

联系起来， 或者模糊国家和社会之间的边界。 我所提出的 “社会中的国

家 ２ ０” 框架正是对此的初步尝试。 它代表着探索国家与社会互动的第一

步。 正如我所展示的， 这个框架可以阐明前现代社会中各种各样的案例。

在现代， 随着社会结构变得更加复杂， 精英们连接社会的方式多样化

（通过政治、 经济和社会联系）， 需要更多的研究来绘制民主和专制国家

的精英社会地貌。 通过在多个时间点研究各种案例来继续这一努力， 将获

得巨大的回报。

①
②

Ｊｏｈｎ Ｐ Ｎｅｔｔｌ， “Ｔｈｅ Ｓｔａｔｅ ａｓ ａ Ｃｏｎｃｅｐｔｕａｌ Ｖａｒｉａｂｌｅ”， Ｗｏｒｌｄ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Ｖｏｌ ２０， Ｊｕｌｙ １９６８， ｐｐ ５５９ － ５９２．
Ｍａｒｇａｒｅｔ Ｌｅｖｉ， “Ｔｈｅ Ｓｔａｔｅ ｏｆ ｔｈｅ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ｔｈｅ Ｓｔａｔｅ”， ｉｎ Ｉｒａ Ｋａｔｚｎｅｌｓｏｎ ａｎｄ Ｈｅｌｅｎ Ｍｉｌｎｅｒ （ｅｄｓ ），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Ｔｈｅ Ｓｔａｔｅ ｏｆ ｔｈｅ Ｄｉｓｃｉｐｌｉｎｅ， Ｗａｓｈｉｎｇｔｏｎ， Ｄ Ｃ ：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 ２００２， ｐ ３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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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ｔａｔｅ⁃ｉｎ⁃Ｓｏｃｉｅｔｙ ２ ０： Ｔｏｗａｒｄ Ｆｏｕｒｔｈ⁃
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ｏｎ Ｔｈｅｏｒｉ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Ｓｔａｔｅ

Ｗａｎｇ Ｙｕｈｕａ

ｔｒａｎｓ ｂｙ Ｌｉｕ Ｙｉｆｅｉ

Ｅｄｉｔｏｒｓ Ｎｏｔｅ： Ｔｈｅ ｓｔａｔｅ ｉｓ ｔｈｅ ｍｏｓｔ ｐｏｗｅｒｆｕｌ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ｔｈｅ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ｍａｎｋｉｎｄ， ｗｈｙ ｄｉｄ ｉｔ ｅｍｅｒｇｅ？ Ｗｈｙ ａｒｅ ｓｏｍｅ ｓｔａｔｅｓ ｓｔｒｏｎｇ ａｎｄ ｏｔｈｅｒｓ

ｗｅａｋ？ Ｐｒｏｆｅｓｓｏｒ Ｙｕｈｕａ Ｗａｎｇ， ｔｈｅ ａｕｔｈｏｒ ｏｆ ｔｈｉｓ ｐａｐｅｒ， ｄｉｖｉｄｅｓ ｔｈｅ ｔｈｅｏｒｅｔｉｃａ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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